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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距离损害了外资企业绩效吗∗
∗

王进猛　 徐玉华　 易志高

内容提要：本文从国家文化与企业创新关系的角度，分析了文化距离对外资企业绩

效的影响，探讨了文化距离对外资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 与学术界普遍认为文化距离对

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绩效产生负面影响的观点不同，本文在解决了文化距离可能产生

的内生性问题之后，发现文化距离越大，外资企业绩效越好。 原因是我国高权力距离文

化对外方低权力距离文化、我国集体主义文化对外方的个体主义文化产生了“反向共鸣”
效应，而不是“相似吸引”效应，使得权力距离和个体主义差异促进了外资企业绩效提升。
文化距离提高外资企业绩效的内在机制为：文化距离促进了外资企业创新，创新提升了

产品差异化水平，有利于市场竞争，进而提高了绩效。 文化距离对绩效的积极影响受到

进入方式的调节作用，相对于独资企业，合资企业的绩效随着文化距离的增加在下降。
本研究为外资企业和我国“走出去”企业处理文化距离不利因素、利用文化距离带来的优

势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现实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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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文化距离对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绩效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界和企业界关注的焦点，但学术界对

此持有不同观点，主流观点认为文化距离对海外子公司的绩效产生了不利影响（ Ｓｈｉｒｏｄｋａｒ 和

Ｋｏｎａｒａ，２０１７；Ｈａｌｋｏｓ 和 Ｔｚｅｒｅｍｅｓ，２００８），文化距离引起外资企业在东道国经营困难、障碍和冲突，
文化差异是外来者的劣势，带来了不信任、不喜欢和不满，增加了交易成本（Ｓｔａｈｌ 等，２０１７）。 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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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观点认为文化距离产生了积极影响（Ｐｅｅｔｅｒｓ 等，２０１５），来自不同文化的团队成员具有信息加工

优势、知识储备优势和决策优势，这些因素只要利用得好，就能提高创造力和决策质量（Ｓｔａｈｌ 等，
２０１７）。 还有观点认为文化距离对海外子公司的绩效不产生影响（Ｍａｊｏｃｃｈｉ 等，２０１５；Ｋｏｃｈ 等，
２０１６）。 尽管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但主流观点认为文化距离对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绩效产生不

利影响，因为文化距离增加了交易成本，对外资企业产生了外来者劣势。
主流观点认为文化距离不利于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盈利，这与我国一直保持发展中国家第一

大外资吸引国的现象不符。 学术界观点不一，主要有以下原因。 （１）没有区分母国文化与东道国

文化对外资企业绩效影响的主次和方向性。 现有文献将母国文化与东道国文化对外资企业的影

响同等对待，实际上母国文化是主要因素，东道国文化只是外部环境（Ｓｈｅｎｋａｒ，２００１）；而且忽视了

文化距离的不对称性，认为文化距离是对称的，即将 Ａ 国到 Ｂ 国文化的差异等同于 Ｂ 国到 Ａ 国文

化的差异，这是一种对称错觉（Ｓｈｅｎｋａｒ，２００１），而文化距离实际上是不对称的（Ｔｕｎｇ 和 Ｖｅｒｂｅｋｅ，
２０１０）。 （２）多关注整体文化距离而忽视了具体文化维度对绩效的影响。 不仅要分析国家文化的

整体差异对外资企业的影响，而且要分析具体文化维度差异产生的影响（Ｋｉｒｋｍａｎ 等，２０１７），因为

每个维度不同，与具体交易及其相关的制度安排的相关性也不同。 同时，还要区分每个文化维度

影响的大小，因为各个文化维度影响不同，但是现有文献大多将不同文化维度同等对待（Ｓｈｅｎｋａｒ，
２００１）。 （３）对文化距离影响海外子公司绩效的内在机制研究不足。 文化距离应该重点关注对其

过程、机制和作用条件的深刻理解及其产生结果的研究。 文化距离影响绩效的内部过程和路径，
尤其是文化距离对创新影响的缺乏，使得结论不一，甚至相反。 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从文化距离

对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作用机制入手，全面客观地评价其对绩效的影响。 因此，本文主要研究：
文化距离究竟阻碍还是促进了外资企业绩效？ 文化距离对外资企业绩效产生作用的机制是什么？
文化距离与绩效之间的关系是否受进入方式的调节？

要了解文化差异对海外子公司绩效的影响，分析文化距离对创新的影响结果更能说明问题。
从长期看，中外之间的文化距离如果不能促进外资企业创新，那么外资企业就很难保持竞争优势，
也很难获得良好的绩效。 在东道国，面对不同于母国的文化环境，母国文化固有的创新能力是否

得到很好的发挥或者激发出超过在母国单一文化背景下的创新能力，是考察文化距离影响绩效的

关键点，也是理解文化距离对绩效影响的主要路径。 文化距离不仅仅意味着差异化，更意味着多

元化和多样性。 我国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接纳和包容深刻地影响着文化距离对外资企业的创新效

果，进而决定外资企业绩效。 如果我国文化对外国文化遵循“相似吸引”原则（即更偏好于我国相

似的文化），那么文化距离越大，外资企业越难创新，市场竞争越难，绩效越差；相反，如果我国文化

对外国文化遵循“反向共鸣”原则（即更偏好于我国不同的文化），那么文化距离越大，外资企业越

容易创新，市场竞争力越强，绩效越好。 本文从文化距离—创新—绩效内部作用机制分析发现，文
化距离确实促进了外资企业绩效提高。

本文有以下贡献。 （１）厘清了文化距离对绩效产生作用的内在机制。 从文化距离对组织创新

的角度分析其产生的作用，确认了文化距离作用于绩效的路径和机制，为积极组织研究提供了新

的理论和经验证据。 （２）区分了母国文化和东道国文化对外资企业绩效影响的主次和方向性。 以

母国文化影响为主，东道国文化作为环境背景角度，分析了文化距离对外资企业产生作用的主次

性和方向性，为文化距离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３）不仅从整体还从具体维度的差异探讨了

文化距离对绩效的影响，为理论界提供了研究文化距离的主要文化维度，也为企业界解决文化距

离引起的问题提供了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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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

（一）文献回顾

文化距离对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绩效的影响形成了以下三种主要观点。 （１）悲观论，即文化

距离给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带来了不利影响。 文化距离不仅阻碍了跨国公司向海外子公司转移

知识、管理、技术和特定资源，而且外资企业比本地企业要承担更多的创办成本、协调成本、管理及

运营成本，产生了外来者劣势。 因此，文化距离越大，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投资回报越低，绩效

越差。 Ｓｈｉｒｏｄｋａｒ 和 Ｋｏｎａｒａ（２０１７）对跨国公司在 １７ 个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投资的 １０５６２ 家海外子公

司、Ｈａｌｋｏｓ 和 Ｔｚｅｒｅｍｅｓ（２００８）对全球 １００ 家最大的跨国公司的研究发现，文化距离对绩效产生负面

影响。 Ｂｅｕｇｅｌｓｄｉｊｋ 等（２０１８）通过对 １５６ 篇文献的贝塔分析发现，文化距离对子公司绩效有较强的

负面影响。 （２）乐观论，即文化距离有利于海外子公司的生产经营。 海外子公司通过学习和专业

化，可以获得不同文化背景下企业的管理规范、能力和资源，而企业管理常规和所具有的能力储备

正是这些资源的所在之处。 因此，文化距离越大，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投资回报越高，绩效越

好。 Ｌｉ 等（２００１）、李自杰和张雪峰（２０１０）等对中国的外资企业研究发现，文化距离与外资企业绩

效正相关；而且文化距离较大的外资企业更有利于稳定合作 （包群等，２０１７）。 Ｐｏｔｈｕｋｕｃｈｉ 等

（２００２） 对印度外资企业、Ｄｉｋｏｖａ （２００９） 对西欧跨国公司在中东欧投资的企业、Ｋｅｓｓａｐｉｄｏｕ 和

Ｖａｒｓａｋｅｌｉｓ（２００２）对希腊外资企业进行研究，发现文化距离与绩效正相关。 （３）无关论，部分实证研

究发现文化距离与海外子公司的寿命和绩效无关。 Ｋｏｃｈ 等（２０１６）对中国 ２７４ 家外资企业、Ｗｕ 和

Ｌｉｎ（２０１０）对 １５９６ 家中国台湾跨国公司在海外的子公司、Ｆｅｙ 和 Ｂｅａｍｉｓｈ（２００１）对 ４０ 家俄罗斯外

商投资企业、Ｇａｒｃｉａ⁃Ｃａｎａｌ 等（２００３）对 ８０ 家西班牙合资企业进行研究，发现文化距离对绩效没有

影响。 Ｔｉｈａｎｙｉ 等（２００５）通过对 ６６ 个文献的贝塔分析发现，文化距离与跨国公司绩效没有显著

关系。
（二）研究假设

文化距离意味着多元化，多元化有利于搜索、变化、实验和发现探索性活动（ Ｓｔａｈｌ 和 Ｔｕｎｇ，
２０１５）。 无论在个体还是团队和组织层面，多元化都提高了创新水平。 跨国经营中的差异和距离

有助于企业克服刚性和惯性，发展潜在独特的有价值的能力，促进学习和创新。 在跨国环境中，文
化差异对创新的作用受到创新者文化背景的影响，并且是不对称的（Ｃｈｕａ 等，２０１５）；而且每一个

具体文化维度差异对创新的作用也不同。
１􀆰 权力距离差异越大，越利于外资企业创新

我国属于高权力距离文化（Ｈｏｆｓｔｅｄｅ 等，２０１０）。 当外资企业来自高权力距离文化时，权力距离

差异较小，即中外之间的文化组合为（高权力距离　 高权力距离）；当外资企业来自低权力距离文

化时，权力距离差异较大，即中外之间文化组合为（高权力距离　 低权力距离）。 相对于较小的权

力距离差异，权力距离差异越大，越有利于外资企业创新。 主要有以下原因。 （１）权力距离差异越

大，越能吸引创新人才。 创新需要自由、平等的交流才能激发新颖的思想和观点。 技术人才和高

层管理人员更偏好自由和平等的工作氛围，我国的技术人才和高级管理人才在选择不同权力距离

的外资时，往往更偏好外方低权力距离文化，而不是高权力距离文化的外资企业，因为低权力距离

文化更加自由和平等。 此时，不是“相似吸引”，而是“反向共鸣”，即权力距离差异越大，越容易吸

引创新人才，并且这些人才来源于不同的文化，异质性、多元化和互补性较强，更容易产生思想火

７１１



花和创新灵感，异质性和互补性的创新人才储备越多，越有利于创新。 （２）权力距离差异越大，创
新的激励越大。 权力距离差异越大的外资企业提供的信息和授权越多，组织灵活性越大，越有利

于创新和绩效提升。 权力距离差异较小时，外方的高权力距离文化既阻碍信息分享，也限制授权。
权力距离差异越小，创新的信息供给、组织授权和灵活性不足，创新效率越低。 相反，在低权力距

离文化中，组织规模更小且灵活，管理者和下属之间存在非正式沟通和信息交流，这样的组织权力

更分散，控制系统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授权越多。 尤为重要的是，外方低权力距离文化更容易接

纳来自我国高权力距离文化人才的差异化思想观念、多元化的思维模式和异质化的行为方式，即
随着权力距离差异增大，外资企业更愿意信息共享，授权也更多，而且组织灵活性也更大，这更容

易产生“反向共鸣”效应，创新效率更高。 （３）权力距离差异越大，资源的异质性和互补性越强，创
新越可能成功。 创新是不同要素的重新组合，需要不同的人才、资源、信息和环境支持。 相对于权

力距离较小的外资企业，权力距离差异越大不仅意味着外资企业中员工的思想、观念、行为等差异

化和多样性越大，而且越可能提供差异化的信息和资源，增强了企业的多样性和互补性，这有利于

放大“反向共鸣”效应。 而权力距离差距越小，说明同质化和单一化越强，权力距离差距越大意味

着文化差异化和互补性越强。 研究发现文化多元化增强了企业创造力（Ｓｔａｈｌ 等，２０１０）。 可见，随
着权力距离差异增大，外资企业创新力也在增强，有利于绩效提升。

２􀆰 个体主义 －集体主义差异越大，外资企业创新越强

我国属于集体主义文化（Ｈｏｆｓｔｅｄｅ 等，２０１０）。 当外资企业来自集体主义文化时，中外之间文化

组合为（集体主义　 集体主义），此时差异较小；当外资企业来自个体主义文化时，中外之间文化组

合为（集体主义　 个体主义），此时差异较大。 个体主义 －集体主义差异越小，外资企业创新越弱；
差异越大，创新越强。 主要有以下原因。 （１）差异越大，创新协同性越强。 集体主义文化的个体更

愿意与个体主义文化的人合作。 在西方社会中，人们喜欢与自己相似的人在一起，即“相似吸引”
（Ｔｕｎｇ 和 Ｖｅｒｂｅｋｅ，２０１０）。 而亚洲人更愿意与自己不同的人在一起，即“反向共鸣”，集体主义文化

价值观尤其崇尚“反向共鸣”（Ｃａｒｒ 等，２００１）。 因为集体主义文化首先将相似的群体内的成员作为

比较和竞争的对象，而不是将不相似的群体外的成员看成潜在的威胁和竞争对手，这就促使集体

主义文化更可能与自己文化距离大的对象进行合作，协同效应强。 当中外之间个体主义 － 集体主

义差异较小时，外方也属于集体主义文化，外资企业“反向共鸣”效益较弱，协同性差，不利于创新。
相反，当中外之间个体主义 －集体主义差异较大时，外方属于个体主义文化，外资企业“反向共鸣”
效益显著，协同性强，有利于创新。 （２）个体主义差异越大，创新的动机和激励越强。 个体主义文

化维度与创新正相关，集体主义与国家发明水平负相关（Ｇｏｎｃａｌｏ 和 Ｄｕｇｕｉｄ，２０１２）。 中外之间个体

主义 －集体主义差异较大时，外方个体主义文化更尊重员工的创造力和创新成果。 个体主义与集

体主义的差异为思想自由和行动自由创造了空间。 员工更容易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点，创造力更

容易发挥，创新成果也更能得到肯定，这也更容易产生“反向共鸣”效应，并且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

差异越大，“反向共鸣”效应越大。 相反，中外之间个体主义 －集体主义差异较小时，双方集体主义

文化往往认为创新的成果属于集体，个人的作用和贡献被弱化，而且创造力和想象力难以按照自

己的意愿表达出来，创新的激励和动力不足。 可见，随着中外之间个体主义 － 集体主义差异增大，
外资企业的创新效果增强。

３􀆰 不确定规避差异越大，外资企业创新越少

我国属于低不确定规避文化，当不确定规避差异小时，外方也属于低不确定规避文化，即中外

之间文化组合为（低不确定规避 低不确定规避）。 相反，当不确定规避差异大时，中外之间文化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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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为（低不确定规避 高不确定规避）。 不确定规避差异越小，外资企业创新越多。 主要有以下原

因。 （１）不确定规避差异小的外资企业更愿意承担创新失败的风险，风险更容易分担，创新的激励

越大。 不确定规避差异较小时，中外双方都属于低不确定规避，更能激发外资企业的冒险意愿和

风险分担。 因为低不确定性规避的社会对于变化和新思想更加开放，高不确定性规避的社会意味

着文化保守，强调维持现状，认为新颖是危险的，并且会抵制它。 在低不确定规避文化中，组织表

现出灵活性、非正式沟通、员工授权、信任和开放性，通过防止科层组织的干预、说服其他人支持创

新、违背组织规则规范和标准操作程序、提供免受监督的自由等方式促进创新，因此低不确定规避

社会比高不确定规避社会的创新力强（秦佳良等，２０１５）。 可见，相比于不确定规避差异小的外资

企业，随着不确定规避差异增大，外资企业在风险分担、创新意愿、沟通与授权方面都在减弱，创新

动力不足。 （２）不确定规避差异越小的外资企业，创新程度越大。 即使高不确定规避和低不确定

规避国家的研发支出相同，高不确定规避国家的企业也可能将资金用到低风险的项目上，这些项

目的影响力也较低（Ｃｈｅｎ 等，２０１７）。 所以，不确定规避程度越高的国家创造的专利越少，专利也

不重要，也不能有效地将研发转化成创新产出。 可见，相对于不确定规避差异大的外资企业，不确

定规避差异小的外资企业由于中外双方低不确定规避，更愿意将资金投入到风险大、创新程度高

的项目中，其创新力度和新颖性也更大。 所以，随着不确定规避差异的增大，外资企业创新在

减少。
４􀆰 刚柔性差异对外资企业创新不产生影响

阳刚气质 －阴柔气质文化维度反映了一个国家情绪性的性别角色的不同。 在阳刚气质社会

中，情绪性的性别角色存在明显不同，男性被认为是果断的、坚韧的、重视物质成就的，女性被认为

是谦虚的、温柔的、重视生活质量的。 在阴柔气质社会中，情绪性的性别角色互相重叠，即男性和

女性都被认为应该谦虚、温柔和关注生活质量（Ｈｏｆｓｔｅｄｅ 等，２０１０）。 我国属于阳刚气质文化，西方

国家多属于阴柔气质文化。 刚柔性差异越小，说明中外之间文化组合表现为（阳刚气质 阳刚气

质），刚柔性差异越大，则表现为（阳刚气质 阴柔气质）组合。 创新需要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思

维，需要大量的思考和探索，属于非结构化的工作。 而非结构化的工作，无论是由男性还是女性来

从事，阳刚气质的价值观和阴柔气质的价值观同样都是必不可少的（Ｈｏｆｓｔｅｄｅ 等，２０１０），即创新不

仅需要阳刚气质也需要阴柔气质，这两种价值观都是创新的必要条件，它们的差异并没有对创新

产生实质性差异化的影响。 由于阳刚气质文化中性别角色差异明显，阴柔气质文化中性别角色相

互重叠，这就使得无论刚柔性差异大还是小，其对创新的影响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５􀆰 长期导向差异越大，外资企业创新投入越少

我国是长期导向文化的国家，长期导向差异较小，则中外之间的文化组合为（长期导向 长期导

向）；反之，长期导向差异较大，则中外文化组合为（长期导向 短期导向）。 长期导向强调未来的经

济报酬，越是强调未来，越注重忠诚和承诺。 长期导向与企业的创新投资和活动正相关，在长期导

向文化中企业会加大研发投入。 当长期导向差异较小时，中外双方都是长期导向文化，具有共同

的长远观念和长期愿景，都强调未来的回报，强化了研发投入和创新的作用，所以长期导向差异越

小，外资企业创新投入越大。 当长期导向差异较大时，外方短期导向文化要面对我国长期导向文

化环境，使得外资企业的目标导向与外部环境不一致，而短期导向的文化看重当前和短暂的活动，
不会加大战略性活动的投资。 长期导向文化注重企业长久的获利，短期导向文化更关注当前短期

盈利水平。 长期导向文化会投入基于长久发展的战略性创新活动，这些研发投入多为基础性和

根本性的技术创新，更多的是对未来长期绩效产生影响。 短期导向文化往往不注重长期战略性

９１１



创新，会减少创新性研发投入，即使进行创新，也多为了获得短期效益进行研发投入。 所以，长期

导向差异较大，表明外资企业不会关注未来的发展，不会增加创新投资。 因此，长期导向差异越

大，外资企业创新投资越低，外资企业绩效也越低。
现有文献往往将文化维度均等化，认为每一维度对文化距离的影响是相同的，但是不同文化

维度的作用大小不同，最重要的维度是个体主义 ／集体主义和权力距离（Ｙｅｇａｎｅｈ，２０１１）。 中外之

间的个体主义 ／集体主义和权力距离差异越大，外资企业创新投入越多，绩效越好。 尽管不确定规

避和长期导向差异不利于外资企业创新，刚柔性差异对绩效不产生影响，但是个体主义 ／集体主义

和权力距离差异的影响更大。 所以，文化距离越大越有利于外资企业提高竞争优势。 于是，我们

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文化距离越大，外资企业绩效越好。
文化距离对绩效的影响受进入方式的调节作用。 独资进入方式比合资进入方式更有利于文

化距离对绩效的积极影响。 （１）独资企业比合资企业获得更多的母公司支持，组织结构更稳定，
强化了文化距离对绩效的正面影响。 独资企业为交易成本最小化提供了机制安排，比合资企业

能获得更大的稳定性。 而合资企业产生了目标冲突、免费搭车、扼制和技术外溢等危险（Ｈｅｎｎａｒｔ
和 Ｚｅｎｇ，２００５），不利于组织稳定。 独资企业更愿意向中国国内市场引进新产品、新技术、更快速

的决策，并且行动有力。 海外投资方对独资企业实施完全控制，将专用资产毫无保留地让渡给独

资企业，将海外投资成功的经验传授给独资企业；而且它们更可能在当地市场开发新产品，这些

新产品往往是最有利润的产品。 可见，独资企业比合资企业更能扩大文化距离对绩效的积极影

响。 （２）合资企业降低了中外之间文化距离的互补性和协同效应。 合资企业包含了中方参与投

资与管理，必然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使得外资企业与中国的文化距离减小。 独资企业由于由外

方完全控制，体现了投资来源国的文化，在企业内部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相对较少。 文化距离越

大，越有利于组织学习和外资企业资源获取，产生的文化互补性和协同效应就越大。 而在合资企

业中中方参与管理或控制，必然降低了文化距离产生的互补性和协同效应，使得文化距离对绩效

的正面促进作用降低。 （３）文化距离会给合资企业的内部治理产生影响，而独资企业不存在这

一顾虑。 在合资企业中，双方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文化差异大使得彼此的信任水平会降低，任
何一方控制了企业都有可能损害另一方的利益，权力分配的不对等导致内部管理与协调产生分

歧，不利于企业绩效提高。 相反，在独资企业中，外方掌握了企业的控制权，利益归外方独占，不
存在大股东损害小股东利益的问题。 独资企业的公司治理比合资企业的公司治理更有效。 因

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Ｈ２：文化距离对合资企业绩效的正面影响低于对独资企业绩效的影响。

三、 研究设计

（一）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绩效，用资产报酬率表示，即利润 ／资产。
解释变量为文化距离（Ｃ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反映投资来源国与我国的文化差异程度。 我

们采用 Ｋｏｇｕｔ 和 Ｓｉｎｇｈ（１９８８）提出的方法构建文化距离指标，计算公式为 ＣＤ ｊ ＝ ∑ （Ｃｋｊ － Ｃｋｃ） ２

Ｖｋ
[ ] ／

５，其中，Ｃｋｊ表示投资国 ｊ 的 ｋ 项指标，Ｃｋｃ表示中国（ ｃ）的 ｋ 项指标，Ｖｋ 表示 ｋ 项指标的方差。 我们

０２１

　 Ｆｉｎａｎｃｅ ＆ Ｔｒａｄ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 ４１， Ｎｏ􀆰 ２，２０２０



���������

使用 Ｈｏｆｓｔｅｄｅ 等（２０１０）的文化维度，包括权力距离、个人主义 ／ 集体主义、刚柔性、不确定规避、长
期导向。 该指标数值越大，说明投资国与我国文化距离越大。 数据来自 Ｈｏｆｓｔｅｄｅ 等（２０１０）。 调

节变量为进入方式，设置为哑变量，合资企业为 １，独资企业为 ０。 控制变量包括企业特征变量、
东道国影响因素以及母国影响因素。 企业特征变量包括：（１）规模（用资产总额取对数）；（２）资
产负债率（负债总额 ／ 总资产）；（３）成长性，（本年销售收入 － 上年销售收入） ／ 上年销售收入；
（４）税率（实际企业所得税税率）；（５）研发，（研发费用 ／ 销售收入）乘以 １０００；（６）出口（出口收

入 ／ 销售总额）；（７）内部贸易（境外关联采购与关联销售总额大于 ０ 取 １，否则为 ０）；（８）教育（教
育经费 ／ 员工人数）；（９）资本密度（人均固定资产净值，即固定资产净额 ／ 员工人数），如果人均固

定资产净值大于行业人均固定资产净值，取 １，表明资本密度比较高；否则取 ０；（１０）经营时间，用
开业至财务报表年度的年限表示。 外资企业的绩效受到东道国的法律制度、基础设施和市场竞

争等因素影响。
东道国因素具体包括：（１）产权保护，变量取值 １ ～ ７，表示从最差到最好；（２）政府效率，指

标数值越大政府效率越高；（３）国家创新，指标数值越大国家创新力越强；（４）基础设施，指标

数值越大基础设施越好；（５）劳动市场效率，指标数值越大劳动力市场效率越高；以上 ５ 个东道

国变量数据来自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网址 ｗｗｗ􀆰 ｗｅｆｏｒｕｍ􀆰 ｏｒｇ）；（６）行业竞争性（行业中

企业数量取对数表示），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年鉴》 （２００５—２０１４ 年）。 母国影响因素包括：（１）
价值链宽度；（２）国际分销渠道；（３）产业集聚；（４）反垄断；（５）当地竞争；以上 ５ 个母国变量取

值 １ ～ ７，表示从最差到最好，数据来源于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网址 ｗｗｗ􀆰 ｗｅｆｏｒｕｍ􀆰 ｏｒｇ）；
（６）经济联系，用中国与投资来源国（地区）的双边进出口贸易总额取对数表示中外经济往来的

密切程度，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年鉴》 （２００５—２０１４ 年）。 （７）地理距离，用北京与投资来源国

（地区）的首都距离取对数表示地理距离，数据来源于 ＣＥＰＩＩ 数据库。 同时，控制年份、企业所

在的地区（按照江苏 １３ 个地级市划分）和行业（国家统计局对工业企业的行业分类）对企业获

利的影响。
（二）描述性统计

样本选择上，我们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江苏省制造业外商投资企业作为研究对象。 江苏外资

与全国外商投资高度相关，在全国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我们利用江苏省税务局税收征管系统数据

库采集了外商投资企业向当地税务机关申报的财务报表数据。 为了更全面持久地观察文化距离

对外资企业绩效的影响，删除了财务数据不全、出资国信息无法确认的观察值，最终获得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年间来自 ５３ 个国家和地区 ７２５７ 家外资企业的面板数据。 为了排除极端值的影响，我
们对总体样本企业特征指标进行了 １％和 ９９％的双边 Ｗｉｎｓｏｒｉｚｅ 处理。

　 　 表 １ 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绩效 ０􀆰 ０３ ０􀆰 １１ － ０􀆰 ２９ ０􀆰 ４１ 文化距离 ２􀆰 ０８ １􀆰 ５６ ０􀆰 ４４ ７􀆰 ３

经营时间 ８􀆰 ６５ ４􀆰 ６０ ０􀆰 ８１ ２１􀆰 １７ 权力距离差异 ３􀆰 ９８ ３􀆰 ８９ ０􀆰 ０１ ２５􀆰 ７１

进入方式 ０􀆰 ３６ ０􀆰 ４８ ０ １ 个体主义差异 １􀆰 ７１ ２􀆰 ５６ ０ ７􀆰 ０９

规模 １６􀆰 ７４ ３􀆰 ９５ ０ ２１􀆰 ４ 刚柔性差异 １􀆰 ０８ １􀆰 ３５ ０ １０􀆰 １２

资产负债率 ０􀆰 ４８ ０􀆰 ２６ ０ １􀆰 ０９ 不确定规避差异 ２􀆰 ０２ ２􀆰 １５ ０ ９􀆰 ７７

１２１



续表 １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成长性 １０􀆰 ２６ ４１􀆰 ６９ － １ ３２７􀆰 ６ 长期导向差异 １􀆰 ６１ ２􀆰 ３１ ０ ７􀆰 ９１

税率 ０􀆰 １３ ０􀆰 １１ ０ ０􀆰 ３ 产权保护 ４􀆰 ６７ ０􀆰 ４２ ４􀆰 ０２ ５􀆰 ２５

研发 １􀆰 ０２ ４􀆰 ５２ ０ ３０􀆰 ５８ 政府效率 ３􀆰 ９３ ０􀆰 ２９ ３􀆰 ４３ ４􀆰 １８

出口 ０􀆰 ２８ ０􀆰 ３７ ０ １ 行业竞争性 ９􀆰 ５８ ０􀆰 ６７ ６􀆰 ９９ １０􀆰 ５９

内部贸易 ０􀆰 ６２ ０􀆰 ４９ ０ １ 基础设施 ４􀆰 ２６ ０􀆰 ３３ ３􀆰 ７３ ４􀆰 ６６

教育 ０􀆰 ２７ １􀆰 ６０ ０ １３􀆰 ４９ 劳动市场效率 ４􀆰 ５３ ０􀆰 １６ ４􀆰 ２７ ４􀆰 ７３

资本密度 ０􀆰 ３２ ０􀆰 ４７ ０ １ 国家创新 ３􀆰 ７９ ０􀆰 １７ ３􀆰 ５１ ３􀆰 ９３

价值链宽度 ５􀆰 ３９ ０􀆰 ６８ ２􀆰 ４１ ６􀆰 ５ 地理距离 ８􀆰 ０５ ０􀆰 ７６ ６􀆰 ８８ ９􀆰 ８７

经济联系 １６􀆰 ５２ ０􀆰 ９６ ９􀆰 ９３ １７􀆰 ８３ 国际分销渠道 ４􀆰 ９３ ０􀆰 ４２ ３􀆰 ２１ ５􀆰 ７１

产业集聚 ５􀆰 ０２ ０􀆰 ４８ ２􀆰 ４９ ５􀆰 ６６ 当地竞争 ５􀆰 ８０ ０􀆰 ３１ ３􀆰 ８４ ６􀆰 ３８

反垄断 ４􀆰 ９２ ０􀆰 ５５ ２􀆰 ４５ ６􀆰 １９

（三）模型设置

由于本文重点研究国家文化距离对外资企业绩效的影响，国家文化与企业数据属于两个不同

层面的数据；包含多层建构的研究需要用多层回归模型，以便处理不同层级变量的影响，因此，我
们采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来进行数据分析。

四、 实证检验及结果

（一）文化距离对绩效的影响检验

在表 ２ 模型 ２ 中，文化距离的偏回归系数为 ０􀆰 ００９７，在 １％的水平下具有统计显著性，表明文

化距离每增加一个单位，外资企业资产报酬率增加 ０􀆰 ９７％ ，文化距离越大，外资企业绩效越好。 如

果企业绩效处于平均水平（０􀆰 ０３），文化距离增加一个标准差（１􀆰 ５６），在其他变量采用平均值时，
则文化距离导致外资企业绩效增加 ５０􀆰 ４４％ 。 可见，文化距离对绩效的影响不仅具有统计显著

性，而且具有经济意义上的显著性。 这说明投资来源国与我国文化距离增大，外资企业盈利水

平增高。 假设 Ｈ１ 得到了支持。 与乐观论的文献研究结果相符。 进一步分析发现，表 ２ 模型 ３
中权力距离差异的偏回归系数为 ０􀆰 ００２６，在 １％的水平下具有统计显著性。 表 ２ 模型 ８ 中权力

距离差异的偏回归系数为 ０􀆰 ００３０，在 １％的水平下具有统计显著性。 可见，权力距离差异越大，
外资企业资产报酬率越高。 由于我国是高权力距离文化，说明母国的权力距离越低，外资企业

绩效越高，与 Ｇａｇａｎｉｓ 等（２０１９）的研究结论相同，低权力距离有利于企业绩效提升。 权力距离差

异表现出“反向共鸣”，而不是“相似吸引”。 可见外方低权力距离文化促进了绩效提升。 表 ２
模型 ４ 中个体主义差异的偏回归系数为 ０􀆰 ００３２，在 １０％的水平下具有统计显著性。 表 ２ 模型 ８
中个体主义差异的偏回归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主要由于与其他文化维度差异的多重共线

性。 可见，个体主义差异越大，外资企业资产报酬率越高。 由于我国是集体主义文化，说明来自

个体主义文化国家的外资企业绩效更好，而不是来自集体主义国家的外资企业绩效更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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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ａｇａｎｉｓ 等（２０１９）的研究结论相同，个体主义有利于企业绩效提高。 我国的集体主义文化没有

表现出“相似吸引”，而是“反向共鸣”。

　 　 表 ２ 文化距离对绩效的影响

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模型 ８

文化

距离

０􀆰 ００９７∗∗∗

（０􀆰 ００２０）

权力距

离差异

０􀆰 ００２６∗∗∗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３０∗∗∗

（０􀆰 ０００６）

个体主

义差异

０􀆰 ００３２∗

（０􀆰 ００１９）
－ ０􀆰 ０００９
（０􀆰 ００１８）

不确定

规避差异

－ ０􀆰 ０００９
（０􀆰 ００１７）

０􀆰 ００２４
（０􀆰 ００１５）

刚柔性

差异

０􀆰 ００２４
（０􀆰 ００１６）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１２）

长期导

向差异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１７）

－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１３）

研发
０􀆰 ００１１∗∗∗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１１∗∗∗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１１∗∗∗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１１∗∗∗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１１∗∗∗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１１∗∗∗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１１∗∗∗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１１∗∗∗

（０􀆰 ０００１）

教育
０􀆰 ００２９∗∗∗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２９∗∗∗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２９∗∗∗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２９∗∗∗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２９∗∗∗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２９∗∗∗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２９∗∗∗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２９∗∗∗

（０􀆰 ０００３）

经营时间
－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０１）
－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０１）
－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０１）
－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０１）
－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０１）
－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０１）
－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０１）
－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０１）

进入方式
０􀆰 ０１２８∗∗∗

（０􀆰 ０００９）
０􀆰 ０１２８∗∗∗

（０􀆰 ０００９）
０􀆰 ０１２８∗∗∗

（０􀆰 ０００９）
０􀆰 ０１２８∗∗∗

（０􀆰 ０００９）
０􀆰 ０１２８∗∗∗

（０􀆰 ０００９）
０􀆰 ０１２９∗∗∗

（０􀆰 ０００９）
０􀆰 ０１２９∗∗∗

（０􀆰 ０００９）
０􀆰 ０１２８∗∗∗

（０􀆰 ０００９）

规模
０􀆰 ０１８３∗∗∗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１８２∗∗∗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１８２∗∗∗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１８３∗∗∗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１８３∗∗∗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１８３∗∗∗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１８３∗∗∗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１８２∗∗∗

（０􀆰 ０００３）

资产

负债率

－ ０􀆰 １０９７∗∗∗

（０􀆰 ００１６）
－ ０􀆰 １０９６∗∗∗

（０􀆰 ００１６）
－ ０􀆰 １０９６∗∗∗

（０􀆰 ００１６）
－ ０􀆰 １０９７∗∗∗

（０􀆰 ００１６）
－ ０􀆰 １０９７∗∗∗

（０􀆰 ００１６）
－ ０􀆰 １０９７∗∗∗

（０􀆰 ００１６）
－ ０􀆰 １０９７∗∗∗

（０􀆰 ００１６）
－ ０􀆰 １０９６∗∗∗

（０􀆰 ００１６）

税率
０􀆰 ０８３７∗∗∗

（０􀆰 ００３７）
０􀆰 ０８３７∗∗∗

（０􀆰 ００３７）
０􀆰 ０８３８∗∗∗

（０􀆰 ００３７）
０􀆰 ０８３７∗∗∗

（０􀆰 ００３７）
０􀆰 ０８３７∗∗∗

（０􀆰 ００３７）
０􀆰 ０８３７∗∗∗

（０􀆰 ００３７）
０􀆰 ０８３７∗∗∗

（０􀆰 ００３７）
０􀆰 ０８３７∗∗∗

（０􀆰 ００３７）

出口
－ ０􀆰 ００７１∗∗∗

（０􀆰 ００１２）
－ ０􀆰 ００７１∗∗∗

（０􀆰 ００１２）
－ ０􀆰 ００７１∗∗∗

（０􀆰 ００１２）
－ ０􀆰 ００７１∗∗∗

（０􀆰 ００１２）
－ ０􀆰 ００７１∗∗∗

（０􀆰 ００１２）
－ ０􀆰 ００７１∗∗∗

（０􀆰 ００１２）
－ ０􀆰 ００７１∗∗∗

（０􀆰 ００１２）
－ ０􀆰 ００７１∗∗∗

（０􀆰 ００１２）

内部贸易
－ ０􀆰 ００４４∗∗∗

（０􀆰 ０００９）
－ ０􀆰 ００４５∗∗∗

（０􀆰 ０００９）
－ ０􀆰 ００４５∗∗∗

（０􀆰 ０００９）
－ ０􀆰 ００４４∗∗∗

（０􀆰 ０００９）
－ ０􀆰 ００４４∗∗∗

（０􀆰 ０００９）
－ ０􀆰 ００４４∗∗∗

（０􀆰 ０００９）
－ ０􀆰 ００４４∗∗∗

（０􀆰 ０００９）
－ ０􀆰 ００４５∗∗∗

（０􀆰 ０００９）

成长性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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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模型 ８

资本密度
－ ０􀆰 ０４４２∗∗∗

（０􀆰 ００１０）
－ ０􀆰 ０４４２∗∗∗

（０􀆰 ００１０）
－ ０􀆰 ０４４２∗∗∗

（０􀆰 ００１０）
－ ０􀆰 ０４４２∗∗∗

（０􀆰 ００１０）
－ ０􀆰 ０４４２∗∗∗

（０􀆰 ００１０）
－ ０􀆰 ０４４２∗∗∗

（０􀆰 ００１０）
－ ０􀆰 ０４４２∗∗∗

（０􀆰 ００１０）
－ ０􀆰 ０４４２∗∗∗

（０􀆰 ００１０）

产权保护
０􀆰 １２０９∗∗∗

（０􀆰 ００７１）
０􀆰 １２１３∗∗∗

（０􀆰 ００７０）
０􀆰 １２１０∗∗∗

（０􀆰 ００７０）
０􀆰 １１９９∗∗∗

（０􀆰 ００７１）
０􀆰 １２０６∗∗∗

（０􀆰 ００７１）
０􀆰 １２１５∗∗∗

（０􀆰 ００７１）
０􀆰 １２０８∗∗∗

（０􀆰 ００７１）
０􀆰 １２２６∗∗∗

（０􀆰 ００７０）

政府效率
－ ０􀆰 ２０４０∗∗∗

（０􀆰 ０１７０）
－ ０􀆰 ２０７８∗∗∗

（０􀆰 ０１６８）
－ ０􀆰 ２０７４∗∗∗

（０􀆰 ０１６７）
－ ０􀆰 ２０２１∗∗∗

（０􀆰 ０１６９）
－ ０􀆰 ２０３４∗∗∗

（０􀆰 ０１７０）
－ ０􀆰 ２０６１∗∗∗

（０􀆰 ０１７０）
－ ０􀆰 ２０３５∗∗∗

（０􀆰 ０１７０）
－ ０􀆰 ２１２１∗∗∗

（０􀆰 ０１６９）

基础设施
－ ０􀆰 １０２５∗∗∗

（０􀆰 ０１３８）
－ ０􀆰 １０３６∗∗∗

（０􀆰 ０１３８）
－ ０􀆰 １０３５∗∗∗

（０􀆰 ０１３８）
－ ０􀆰 １０２０∗∗∗

（０􀆰 ０１３８）
－ ０􀆰 １０２４∗∗∗

（０􀆰 ０１３８）
－ ０􀆰 １０３２∗∗∗

（０􀆰 ０１３８）
－ ０􀆰 １０２４∗∗∗

（０􀆰 ０１３８）
－ ０􀆰 １０４６∗∗∗

（０􀆰 ０１３８）

劳动市

场效率

－ ０􀆰 ４７２８∗∗∗

（０􀆰 ０４７６）
－ ０􀆰 ４７１１∗∗∗

（０􀆰 ０４７５）
－ ０􀆰 ４７０５∗∗∗

（０􀆰 ０４７５）
－ ０􀆰 ４７２５∗∗∗

（０􀆰 ０４７６）
－ ０􀆰 ４７２７∗∗∗

（０􀆰 ０４７６）
－ ０􀆰 ４７２７∗∗∗

（０􀆰 ０４７６）
－ ０􀆰 ４７２８∗∗∗

（０􀆰 ０４７６）
－ ０􀆰 ４７００∗∗∗

（０􀆰 ０４７５）

国家

创新

０􀆰 ７０８６∗∗∗

（０􀆰 ０５２３）
０􀆰 ７１１５∗∗∗

（０􀆰 ０５２２）
０􀆰 ７１１１∗∗∗

（０􀆰 ０５２２）
０􀆰 ７０７９∗∗∗

（０􀆰 ０５２３）
０􀆰 ７０８４∗∗∗

（０􀆰 ０５２３）
０􀆰 ７１０６∗∗∗

（０􀆰 ０５２３）
０􀆰 ７０８１∗∗∗

（０􀆰 ０５２３）
０􀆰 ７１３３∗∗∗

（０􀆰 ０５２２）

市场竞争
０􀆰 ０１３６∗∗∗

（０􀆰 ００３９）
０􀆰 ０１３６∗∗∗

（０􀆰 ００３９）
０􀆰 ０１３５∗∗∗

（０􀆰 ００３９）
０􀆰 ０１３６∗∗∗

（０􀆰 ００３９）
０􀆰 ０１３６∗∗∗

（０􀆰 ００３９）
０􀆰 ０１３６∗∗∗

（０􀆰 ００３９）
０􀆰 ０１３６∗∗∗

（０􀆰 ００３９）
０􀆰 ０１３５∗∗∗

（０􀆰 ００３９）

地理距离
０􀆰 ００８０

（０􀆰 ００６８）
－ ０􀆰 ００１０
（０􀆰 ００５７）

０􀆰 ００２６
（０􀆰 ００５２）

０􀆰 ００２６
（０􀆰 ００７２）

０􀆰 ００８１
（０􀆰 ００６７）

０􀆰 ００９０
（０􀆰 ００６６）

０􀆰 ００６２
（０􀆰 ００７１）

０􀆰 ００４４
（０􀆰 ００５９）

经济联系
０􀆰 ００３９∗

（０􀆰 ００２３）
０􀆰 ００４６∗∗

（０􀆰 ００２１）
０􀆰 ００４２∗∗

（０􀆰 ００２０）
０􀆰 ００２７

（０􀆰 ００２４）
０􀆰 ００３７

（０􀆰 ００２４）
０􀆰 ００４６∗

（０􀆰 ００２４）
０􀆰 ００３９∗

（０􀆰 ００２３）
０􀆰 ００５９∗∗∗

（０􀆰 ００２２）

价值链

宽度

０􀆰 ００５２∗∗

（０􀆰 ００２３）
０􀆰 ００３９∗

（０􀆰 ００２３）
０􀆰 ００３５

（０􀆰 ００２２）
０􀆰 ００４９∗∗

（０􀆰 ００２３）
０􀆰 ００５２∗∗

（０􀆰 ００２３）
０􀆰 ００５０∗∗

（０􀆰 ００２３）
０􀆰 ００５５∗∗

（０􀆰 ００２３）
０􀆰 ００２９

（０􀆰 ００２３）

国际分

销渠道

０􀆰 ００４２
（０􀆰 ００２９）

０􀆰 ００３７
（０􀆰 ００２９）

０􀆰 ００３６
（０􀆰 ００２９）

０􀆰 ００４４
（０􀆰 ００２９）

０􀆰 ００４２
（０􀆰 ００２９）

０􀆰 ００４１
（０􀆰 ００２９）

０􀆰 ００４１
（０􀆰 ００２９）

０􀆰 ００３０
（０􀆰 ００２９）

产业集聚
０􀆰 ００４０∗

（０􀆰 ００２０）
０􀆰 ００４０∗∗

（０􀆰 ００２０）
０􀆰 ００３７∗

（０􀆰 ００２０）
０􀆰 ００３７∗

（０􀆰 ００２０）
０􀆰 ００３８∗

（０􀆰 ００２１）
０􀆰 ００４０∗∗

（０􀆰 ００２０）
０􀆰 ００３９∗

（０􀆰 ００２０）
０􀆰 ００４４∗∗

（０􀆰 ００２０）

当地竞争
－ ０􀆰 ００２０
（０􀆰 ００２７）

－ ０􀆰 ００２３
（０􀆰 ００２６）

－ ０􀆰 ００２４
（０􀆰 ００２６）

－ ０􀆰 ００２４
（０􀆰 ００２７）

－ ０􀆰 ００２１
（０􀆰 ００２７）

－ ０􀆰 ００１９
（０􀆰 ００２７）

－ ０􀆰 ００２０
（０􀆰 ００２７）

－ ０􀆰 ００１９
（０􀆰 ００２６）

反垄断
－ ０􀆰 ００６９∗∗∗

（０􀆰 ００２２）
－ ０􀆰 ００７６∗∗∗

（０􀆰 ００２２）
－ ０􀆰 ００７５∗∗∗

（０􀆰 ００２２）
－ ０􀆰 ００７２∗∗∗

（０􀆰 ００２２）
－ ０􀆰 ００７０∗∗∗

（０􀆰 ００２２）
－ ０􀆰 ００７１∗∗∗

（０􀆰 ００２２）
－ ０􀆰 ００６９∗∗∗

（０􀆰 ００２２）
－ ０􀆰 ００７４∗∗∗

（０􀆰 ００２２）
地区 ／行
业 ／年度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
－ ０􀆰 ３５６７∗∗∗

（０􀆰 １０７７）
－ ０􀆰 ３０４５∗∗∗

（０􀆰 ０９８９）
－ ０􀆰 ３１４０∗∗∗

（０􀆰 ０９６８）
－ ０􀆰 ２９７６∗∗∗

（０􀆰 １１０８）
－ ０􀆰 ３５１６∗∗∗

（０􀆰 １０７７）
－ ０􀆰 ３７７４∗∗∗

（０􀆰 １０７５）
－ ０􀆰 ３４５４∗∗∗

（０􀆰 １０８６）
－ ０􀆰 ３５９３∗∗∗

（０􀆰 １０２３）
观察数 ６６７３１ ６６７３１ ６６７３１ ６６７３１ ６６７３１ ６６７３１ ６６７３１ ６６７３１

Ｗａｌｄ ｃｈｉ２ １３０５７􀆰 ７９ １３０８９􀆰 ０５ １３０９４􀆰 ５８ １３０６１􀆰 ４４ １３０５８􀆰 １８ １３０６０􀆰 ６９ １３０５８􀆰 ４８ １３１０２􀆰 ６８

　 　 注：括号中为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水平下显著。 下同。

在表 ２ 模型 ５ 和模型 ８ 中，不确定规避差异的偏回归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不确

定规避差异不是影响外资企业绩效的文化因素。 不确定规避差异对外资企业绩效影响不显著

４２１

　 Ｆｉｎａｎｃｅ ＆ Ｔｒａｄ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 ４１， Ｎｏ􀆰 ２，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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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在于，我国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下降使得不确定规避差异对外资企业绩效影响的重要性

下降，以及跨国公司本身的技术优势为应对不确定性提供了保障，使得外资企业应对不确定性

的研发和创新的动力不足。 表 ２ 模型 ６ 和模型 ８ 中，刚柔性差异的偏回归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

检验，表明刚柔性差异对外资企业绩效不产生影响。 这符合前文的假设推导，刚柔性差异不是

影响外资企业绩效的因素。 表 ２ 模型 ７ 和模型 ８ 中，长期导向差异的偏回归系数都没有通过显

著性检验，说明长期导向差异对外资企业绩效不产生影响，主要由于时间较短以及绩效指标是

当前的短期盈利指标。
分析可见，文化距离对外资企业绩效产生促进作用主要是由权力距离和个体主义差异所致，

而不确定规避、刚柔性和长期导向差异不是导致文化距离影响绩效的因素。
（二）进入方式的调节作用

在表 ３ 模型 １ 中，文化距离与进入方式交互项的偏回归系数为 － ０􀆰 ００７０，在 １％的水平下具有

统计显著性，表明文化距离对合资企业绩效的正面影响低于对独资企业绩效的影响，假设 Ｈ２ 得到

支持。 可见文化距离对外资企业绩效的正面影响受到进入方式的调节作用。 进一步分析发现，
在表 ３ 模型 ２ 和模型 ７ 中，权力距离差异与进入方式交互项的偏回归系数分别为 － ０􀆰 ００２２ 和

－ ０􀆰 ００３０，均在 １％的水平下具有统计显著性，这表明权力距离差异对合资企业绩效的正面影响

低于对独资企业绩效的影响。 在表 ３ 模型 ３ ～ ７ 中，个体主义差异、不确定规避差异、刚柔性差异

和长期导向差异与进入方式交互项的偏回归系数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进入方式没有调

节个体主义差异、不确定规避差异、刚柔性差异和长期导向差异对外资企业绩效的影响。 在表 ２
和表 ３ 中，进入方式偏回归系数大于 ０，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合资企业的绩效好于独资企业绩

效。 但是文化距离对合资企业绩效的正面影响低于对独资企业绩效的影响，并且是由权力距离

差异引起的。

　 　 表 ３ 进入方式的调节作用

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文化

距离

０􀆰 ０１１３∗∗∗

（０􀆰 ００２３）
文化距离 ×
进入方式

－ ０􀆰 ００７０∗∗∗

（０􀆰 ００１９）
权力距

离差异

０􀆰 ００３２∗∗∗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３８∗∗∗

（０􀆰 ０００７）
权力距离差异 ×

进入方式

－ ０􀆰 ００２２∗∗∗

（０􀆰 ０００５）
－ ０􀆰 ００３０∗∗∗

（０􀆰 ０００６）
个体主

义差异

０􀆰 ００４４∗∗

（０􀆰 ００２２）
－ ０􀆰 ０００８
（０􀆰 ００２０）

个体主义差异 ×
进入方式

－ ０􀆰 ００２５
（０􀆰 ００１７）

０􀆰 ００２１
（０􀆰 ００１４）

不确定

规避差异

－ ０􀆰 ００１２
（０􀆰 ００２２）

０􀆰 ００２８
（０􀆰 ００１８）

不确定规避

差异 ×进入方式

０􀆰 ００１２
（０􀆰 ００１８）

－ ０􀆰 ００１４
（０􀆰 ００１３）

５２１



续表 ３

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长期导

向差异

０􀆰 ００１７
（０􀆰 ００２０）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１４）

长期导向差异 ×
进入方式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１７）

０􀆰 ００１７
（０􀆰 ００１２）

刚柔性

差异

０􀆰 ００２１
（０􀆰 ００２１）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１５）

刚柔性差异 ×
进入方式

－ ０􀆰 ００２４
（０􀆰 ００１７）

－ ０􀆰 ０００９
（０􀆰 ００１２）

其他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为了节约篇幅，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没有报告，备索。 下同。

五、 文化距离作用机制检验

我们通过以下两步进行机制检验。 （１）文化距离对创新的影响。 我们用研发投入来反映企业

的创新活动。 在表 ４ 模型 １ 中，文化距离的偏回归系数为 ０􀆰 １６０７，在 ５％ 的水平下具有统计显著

性，表明文化距离越大，外资企业的研发投入越多，创新越大。 可见，文化距离产生了“反向共鸣”
效果，不是“相似吸引”。 我们进一步分析具体文化维度差异对创新的影响。 表 ４ 模型 ２ ～ ６ 显示，
权力距离和个体主义差异对创新产生正面影响，长期导向差异产生负面影响，不确定规避和刚柔

性差异不产生影响。 由于权力距离和个体主义维度比其他维度影响更重要（Ｙｅｇａｎｅｈ，２０１１），所以

整体而言文化距离对创新产生积极作用。 （２）创新对绩效的影响。 在表 ４ 模型 ７ 中，文化距离的

偏回归系数为 ０􀆰 ０１００，在 １％的水平下具有统计显著性，在表 ４ 模型 ８ 中加入研发的影响，文化距

离的偏回归系数为 ０􀆰 ００９７，在 １％的水平下具有统计显著性，文化距离偏回归系数下降，而且研发

的偏回归系数为 ０􀆰 ００１１，同样在 １％的水平下具有统计显著性，表明研发促进了外资企业的绩效提

升，研发投入越多绩效越好。 结合表 ４ 模型 １、７ 和 ８ 可知，文化距离通过影响创新进而作用于外资

企业绩效，即文化距离促进了创新，创新促进了产品差异化，进而促进了绩效提高。

　 　 表 ４ 文化距离对绩效影响机制检验

变量
研发 资产报酬率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模型 ８

文化距离
０􀆰 １６０７∗∗

（０􀆰 ０６８９）
０􀆰 ０１００∗∗∗

（０􀆰 ００２０）
０􀆰 ００９７∗∗∗

（０􀆰 ００２０）

权力距离差异
０􀆰 ０５５９∗∗∗

（０􀆰 ０１７４）

个体主义差异
０􀆰 １０００∗

（０􀆰 ０５６８）

不确定规避差异
－ ０􀆰 ０５６８
（０􀆰 ０４８７）

６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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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４

变量
研发 资产报酬率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模型 ８

刚柔性差异
０􀆰 ０４８５

（０􀆰 ０４４３）

长期导向差异
－ ０􀆰 ０７８１∗

（０􀆰 ０４６２）

研发
０􀆰 ００１１∗∗∗

（０􀆰 ０００１）
其他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六、 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

（一）内生性检验

为了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中外之间的基因距离作为文化距离的工具变量，基于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２ＳＬＳ）来对模型进行估计。 基因距离测量了两种人群之间基因的差异，而且刻

画不同人口之间通过生理或文化世代相传下来的有关潜在信念、习俗、习惯和传统等方面的整体

差异（Ｓｐｏｌａｏｒｅ 和 Ｗａｃｚｉａｒｇ，２００９）。 世界价值观调查发现，在针对有关道德规范、价值观和文化特

征问题的回答上，基因相近的国家往往有相似的答案，说明基因距离与文化距离显著相关（Ｄｅｓｍｅｔ
等，２０１１）。 本文的基因距离数据来自 Ｓｐｏｌａｏｒｅ 和 Ｗａｃｚｉａｒｇ（２００９）。 表 ５ 模型 １ 是第一阶段回归结

果，可以看出基因距离与文化距离显著正相关，说明基因距离可以作为文化距离的工具变量。 弱

工具变量检验的 Ｆ 统计量均远大于 １０，符合经验规则，拒绝了存在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 模型 ２
和 ３ 的结果表明，在解决内生性问题之后，本文的结论依然成立。

　 　 表 ５ 内生性检验

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文化距离 资产报酬率

基因距离
９４􀆰 １０５７∗∗∗

（０􀆰 ４５５１）

文化距离
０􀆰 ００５６∗∗∗

（０􀆰 ００１２）
０􀆰 ００６５∗∗∗

（０􀆰 ００１３）

文化距离 ×进入方式
－ ０􀆰 ００２８∗∗∗

（０􀆰 ００１１）

其他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二）稳健性检验

（１）法律制度距离对绩效的影响。 外资企业绩效受到中外之间法律制度距离的影响。 法律制

度距离（Ｉ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计算公式为 ＩＤ ｊ ＝∑ （ Ｉｋｊ － Ｉｋｃ） ２

Ｖｋ
[ ] ／ ４，其中，Ｉｋｊ表示投资国 ｊ 的 ｋ 项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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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Ｉｋｃ表示中国（ｃ）的 ｋ 项指标，Ｖｋ 表示 ｋ 项指标的方差。 法律制度包括法律权利、权利保护、执法

效率和法律完整性。① 回归结果见表 ６ 模型 １ 和模型 ２，表明在考虑了法律制度距离以后，本研究

结论依然得到了支持。
（２）投资来源国经济发达程度的影响。 海外子公司的发展状况受到母国经济发达程度的影

响，来自发达国家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受欢迎程度不同，外资企业绩效可能受

到母国的经济实力而不是中外之间的文化差异的影响。 我们按照国际组织的分类标准，将母国划

分为高收入、中高收入、中低收入国家。② 回归结果见表 ６ 模型 ３ 和模型 ４。 在控制母国的经济发

展状况的影响后，本研究结论依然得到了支持。
（３）模型设定改变。 我们用最小二乘法重新估计，回归结果见表 ６ 模型 ５ 和模型 ６，文化距

离的偏回归系数大于 ０，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文化距离与绩效正相关。 文化距离与进入方式

交互项的偏回归系数为 － ０􀆰 ００１５，在 １０％ 的水平下具有统计显著性，表明文化距离对合资企业

绩效的正面影响低于对独资企业绩效的影响，假设 Ｈ２ 依然得到了支持。 可见本文的研究结论

是稳健的。
（４）改变因变量。 由于不同行业的盈利水平存在差异，并且可能长期存在，行业的影响不可忽

视。 为了排除行业差异对盈利的影响，我们用行业的平均盈利水平对企业的盈利水平进行调整，
即企业资产报酬率扣除不同行业的报酬率作为因变量。 结果见表 ６ 模型 ７ 和模型 ８，进行盈利的

行业调整以后结果依然没有变化。
（５）样本选择的影响。 早期存在内地企业到香港投资后再到中国大陆投资，但此类企业从

文化身份上讲仍然是大陆的文化；同样，大量西方的跨国公司进入香港投资，然后再进入大陆

投资，但文化上仍然属于西方文化。 所以，在构建文化距离时可能存在样本偏差。 为此，我们

删除中国香港的样本进行模型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６ 模型 ９ 和模型 １０，假设 Ｈ１ 和 Ｈ２ 同样得

到了支持。

　 　 表 ６ 稳健性检验

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模型 ８ 模型 ９ 模型 １０

文化

距离

０􀆰 ００８７∗∗∗

（０􀆰 ００２０）
０􀆰 ０１０６∗∗∗

（０􀆰 ００２３）
０􀆰 ００９９∗∗∗

（０􀆰 ００２３）
０􀆰 ０１１４∗∗∗

（０􀆰 ００２５）
０􀆰 ００３２∗∗

（０􀆰 ００１５）
０􀆰 ００３７∗∗∗

（０􀆰 ００１４）
０􀆰 ００９２∗∗∗

（０􀆰 ００２０）
０􀆰 ０１０８∗∗∗

（０􀆰 ００２３）
０􀆰 ０１０７∗∗∗

（０􀆰 ００２１）
０􀆰 ０１２４∗∗∗

（０􀆰 ００２４）

文化距离 ×
进入方式

－０􀆰 ００６８∗∗∗

（０􀆰 ００１９）
－０􀆰 ００７１∗∗∗

（０􀆰 ００１８）
－０􀆰 ００１５∗

（０􀆰 ０００９）
－０􀆰 ００６９∗∗∗

（０􀆰 ００１９）
－０􀆰 ００７８∗∗∗

（０􀆰 ００１９）

法律制

度距离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１０∗∗∗

（０􀆰 ０００４）

中等收

入国家

－０􀆰 ０３０４∗∗

（０􀆰 ０１２４）
－０􀆰 ０２３６∗∗

（０􀆰 ０１０４）

高收入

国家

－０􀆰 ０２２８∗

（０􀆰 ０１１９）
－ ０􀆰 ０１５５
（０􀆰 ０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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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Ｆｉｎａｎｃｅ ＆ Ｔｒａｄ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 ４１， Ｎｏ􀆰 ２，２０２０

①
②

数据来源于世界经济自由度指数，网址为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ｒａｓｅ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ｒｇ。
数据来源于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ｕ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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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６

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模型 ８ 模型 ９ 模型 １０

模型

说明

增加法律

制度距离

增加母国经济

发展程度

最小

二乘法估计

改变

因变量

删除

中国香港样本

其他

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七、 结论与启示

本文研究了中外之间文化距离对外资企业绩效的影响，发现文化距离越大，外资企业绩效越

好。 这主要因为我国高权力距离文化对外方低权力距离文化，以及我国集体主义文化对外方的个

体主义文化产生了“反向共鸣”效应，而不是“相似吸引”效应，使得权力距离和个体主义差异促进

了外资企业绩效提升。 文化距离提高外资企业绩效的内在机制为：文化距离意味着文化多样性和

多元化，促进了外资企业创新，创新提高了产品的差异化，有利于企业的市场竞争，进而提高了绩

效。 文化距离促进了创新主要是由权力距离差异和个体主义差异所致，长期导向差异不利于外资

企业创新。 权力距离差异和个体主义差异促进了创新，创新提高了外资企业盈利水平。 文化距离

对绩效的积极影响受到进入方式的调节作用。 相对于独资企业，合资企业的绩效随着文化距离的

增加在下降。
本文的研究结论给我们以下启示。 （１）应该吸引文化距离大的国家的跨国公司到我国投资。

对于政府招商引资而言，应该吸引文化距离大的国际资本而不是吸引文化距离小的跨国投资，文
化距离越大的外资企业，研发投入越多，创造的财富也越多。 早期以中国香港、台湾及亚洲其他国

家和地区的投资为主要招商引资对象。 从文化距离的作用效果看，今后应该以欧美企业为引进的

对象，此类企业更容易获利。 从文化差异层面看，我国的文化也更有利于欧美企业的发展。 （２）应
该给予文化距离积极评价，而不应该过度强调其消极作用。 本文结论支持了文化距离的积极作

用，积极作用产生的机制是创新，主要源于文化距离形成的多元化和多样性。 文化距离越大，人们

的观念、习惯和思维差异越大，越容易引起思维碰撞，激发创新灵感，也更容易找到解决问题的方

式，创新效果越好。 所以，要保持文化距离的积极作用，必须充分利用其差异化和多元化。 （３）我
国“走出去”企业应该充分理解文化距离产生积极作用的内在机制，利用文化距离的多元化对创新

的影响，寻找克服文化距离产生外来者劣势的途径，提高文化距离对绩效的正面促进作用。 我国

企业面临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的压力，通过国际化可以获得资源和市场，但是提高创新能力是保

持竞争优势的关键。 “走出去”企业应该通过在文化距离较大的国家设立研发基地，进行技术和研

发创新，因为文化差异越大越有利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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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Ｇｏｎｃａｌｏ， Ｊ􀆰 ， ＆ Ｄｕｇｕｉｄ，Ｍ􀆰 Ｍ􀆰 ， Ｆｏｌｌｏｗ ｔｈｅ Ｃｒｏｗｄ ｉｎ ａ Ｎｅｗ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Ｗｈｅｎ 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ｓ Ｇｒｏｕｐ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Ｗｈｅｎ Ｉｔ Ｄｏｅｓ Ｎｏｔ）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Ｖｏｌ􀆰 １１８， Ｎｏ􀆰 １， ２０１２， ｐｐ􀆰 １４ － ２３􀆰

１４􀆰 Ｈａｌｋｏｓ， Ｇ􀆰 Ｅ􀆰 ，＆ Ｔｚｅｒｅｍｅｓ， Ｎ􀆰 Ｇ􀆰 ， Ｄｏｅｓ ｔｈｅ Ｈｏｍ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ｆｆｅｃｔ ＭＮＣ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Ｔｏｐ １００ Ｅａｓｔ⁃Ｗｅｓｔ Ｎｏｎ⁃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ＮＣ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３７， Ｎｏ􀆰 ４， ２００８， ｐｐ􀆰 ４０５ － ４２７􀆰

１５􀆰 Ｈｅｎｎａｒｔ， Ｊ􀆰 Ｆ􀆰 ， ＆ Ｚｅｎｇ， Ｍ􀆰 ，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Ｊｏｉｎｔ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２，

Ｎｏ􀆰 ２， ２００５，ｐｐ􀆰 １０５ － １１５􀆰

１６􀆰 Ｈｏｆｓｔｅｄｅ，Ｇ􀆰 Ｈ􀆰 ，Ｈｏｆｓｔｅｄｅ，Ｇ􀆰 Ｊ􀆰 ，＆ Ｍｉｎｋｏｖ，Ｍ􀆰 ，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ｄ． 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 ２０１０􀆰

１７􀆰 Ｋｅｓｓａｐｉｄｏｕ， Ｓ􀆰 ，＆ Ｖａｒｓａｋｅｌｉｓ， Ｎ􀆰 Ｃ􀆰 ，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Ｆｉｒｍｓ ｉｎ Ｇｒｅｅｃ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１４， Ｎｏ􀆰 ４， ２００２， ｐｐ􀆰 ２６８ － ２７５􀆰

１８􀆰 Ｋｉｒｋｍａｎ，Ｂ􀆰 Ｌ， Ｌｏｗｅ， Ｋ􀆰 Ｂ􀆰 ， ＆ Ｇｉｂｓｏｎ， Ｃ􀆰 Ｂ􀆰 ， Ａ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Ｔｈｅ ３５ － ｙｅａｒ Ｊｏｕｒｎｅ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４８， Ｎｏ􀆰 １， ２０１７， ｐｐ􀆰 １２ － ２９􀆰

１９􀆰 Ｋｏｃｈ， Ｐ􀆰 Ｔ􀆰 ， Ｋｏｃｈ， Ｂ􀆰 ， Ｍｅｎｏｎ，Ｔ􀆰 ，＆ Ｓｈｅｎｋａｒ， Ｏ􀆰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Ｂｅｌｉｅｆｓ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ｎｖｅｓｔ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 Ｖｏｌ􀆰 ４７， Ｎｏ􀆰 ４， ２０１６， ｐｐ􀆰 ４５３ － ４７０􀆰

２０􀆰 Ｋｏｇｕｔ， Ｂ􀆰 ， ＆ Ｓｉｎｇｈ， Ｈ􀆰 ，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 Ｅｎｔｒｙ Ｍｏｄ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１９， Ｎｏ􀆰 ３， １９８８， ｐｐ􀆰 ４１１ － ４３２􀆰

２１􀆰 Ｌｉ， Ｊ􀆰 ， Ｌａｍ， Ｋ􀆰 ， ＆ Ｑｉａｎ， Ｇ􀆰 ， Ｄｏｅ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ｆｆｅｃｔ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Ｆｉｒｍ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Ｊｏｉｎｔ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３２， Ｎｏ􀆰 １， ２００１， ｐｐ􀆰 １５ － １３１􀆰

２２􀆰 Ｍａｊｏｃｃｈｉ， Ａ􀆰 ， Ｖａｌｌｅ， Ｄ􀆰 Ｌ􀆰 ，＆ Ｄ􀆳Ａｎｇｅｌｏ， Ａ􀆰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ＭＥ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Ｖｏｌ􀆰 １６， Ｎｏ􀆰 ２， ２０１５， ｐｐ􀆰 ３０７ － ３２４􀆰

２３􀆰 Ｐｅｅｔｅｒｓ， Ｃ􀆰 ， Ｄｅｈｏｎ， Ｃ􀆰 ， ＆ Ｇａｒｃｉａ⁃Ｐｒｉｅｔｏ， Ｐ􀆰 ， Ｔｈ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Ｓｔｉｍｕｌｕ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Ｓｏｕｒｃｉ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４６， Ｎｏ􀆰 ２， ２０１５， ｐｐ􀆰 ２４１ － ２５１􀆰

２４􀆰 Ｐｏｔｈｕｋｕｃｈｉ， Ｖ􀆰 ， Ｄａｍａｎｐｏｕｒ， Ｆ􀆰 ， Ｃｈｏｉ， Ｊ􀆰 ， Ｃｈｅｎ， Ｃ􀆰 Ｃ􀆰 ，＆ Ｐａｒｋ， Ｓ􀆰 Ｈ􀆰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ｉｎｔ Ｖｅｎｔｕｒ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３３， Ｎｏ􀆰 ２， ２００２， ｐｐ􀆰 ２４３ － ２６５􀆰

２５􀆰 Ｓｈｅｎｋａｒ， Ｏ􀆰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Ｍｏｒｅ Ｒｉｇｏｒｏｕ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３２， Ｎｏ􀆰 ３， ２００１，ｐｐ􀆰 ５１９ － ５３５．

２６􀆰 Ｓｈｉｒｏｄｋａｒ， Ｖ􀆰 ， ＆ Ｋｏｎａｒａ， Ｐ􀆰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ｕｂｓｉｄｉａｒｙ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Ｈｏｓｔ⁃Ｃｏｕｎｔｒｙ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５７， Ｎｏ􀆰 ２， ２０１７， ｐｐ􀆰 １７９ － ２０７􀆰

２７􀆰 Ｓｐｏｌａｏｒｅ， Ｅ􀆰 ， ＆ Ｗａｃｚｉａｒｇ， Ｒ􀆰 ，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 １２４， Ｎｏ􀆰 ２， ２００９，

ｐｐ􀆰 ４６９ － ５２９􀆰

０３１

　 Ｆｉｎａｎｃｅ ＆ Ｔｒａｄ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 ４１， Ｎｏ􀆰 ２，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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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Ｓｔａｈｌ， Ｇ􀆰 Ｋ􀆰 ， Ｍａｚｎｅｖｓｋｉ， Ｍ􀆰 ， Ｖｏｉｇｔ， Ａ􀆰 ， ＆ Ｊｏｎｓｅｎ， Ｋ􀆰 ， Ｕｎｒａｖｅ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Ｔｅａｍｓ： 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Ｍｕｌ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Ｗｏｒｋ Ｇｒｏｕｐ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４１， Ｎｏ􀆰 ４， ２０１０， ｐｐ􀆰 ６９０ － ７０９􀆰

２９􀆰 Ｓｔａｈｌ， Ｇ􀆰 ，＆ Ｔｕｎｇ， Ｒ􀆰 ，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Ｍｏｒ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ｅ Ｎｅｅｄ ｆｏｒ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４６， Ｎｏ􀆰 ４， ２０１５， ｐｐ􀆰 ３９１ － ４１４􀆰

３０􀆰 Ｓｔａｈｌ， Ｇ􀆰 Ｋ􀆰 ， Ｍｉｓｋａ， Ｃ􀆰 ， Ｌｅｅ， Ｈ􀆰 ，＆ Ｄｅ Ｌｕｑｕｅ， Ｍ􀆰 ， Ｔｈｅ Ｕｐｓｉｄｅ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Ｍｏｒ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ｒｏｓ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Ｖｏｌ􀆰 ２４， Ｎｏ􀆰 １， ２０１７，ｐｐ􀆰 ２ － １２􀆰

３１􀆰 Ｔｉｈａｎｙｉ， Ｌ􀆰 ，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 Ｄ􀆰 Ａ􀆰 ， ＆ Ｒｕｓｓｅｌｌ， Ｃ􀆰 Ｊ􀆰 ，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ｎ Ｅｎｔｒｙ Ｍｏｄｅ Ｃｈｏｉｃ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Ｎ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３６， Ｎｏ􀆰 ３， ２００５， ｐｐ􀆰 ２７０ － ２８３􀆰

３２􀆰 Ｔｕｎｇ， Ｒ􀆰 Ｌ􀆰 ， ＆ Ｖｅｒｂｅｋｅ， Ａ􀆰 ， Ｂｅｙｏｎｄ Ｈｏｆｓｔｅｄｅ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Ｅ：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４１， Ｎｏ􀆰 ８， ２０１０，ｐｐ􀆰 １２５９ － １２７４􀆰

３３􀆰 Ｗｕ， Ｗ􀆰 Ｙ􀆰 ， ＆ Ｌｉｎ， Ｃ􀆰 Ｙ􀆰 ，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ｕｂｓｉｄｉａｒｙ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Ｈｉｇｈ⁃Ｔｅｃｈ ＭＮ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 ６３， Ｎｏ􀆰 １２， ２０１０，ｐｐ􀆰 １３０１ － １３０９．

３４􀆰 Ｙｅｇａｎｅｈ， Ｈ􀆰 ， Ａ Ｇｅｎｅｒｉｃ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ｓ ａｎｄ Ｈｏｆｓｔｅｄｅ􀆳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Ｖｏｌ􀆰 ４， Ｎｏ􀆰 ４， ２０１１， ｐｐ􀆰 ３２５ － ３４６􀆰

Ｄｏｅ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Ｈｕｒｔ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ｆｕｎｄ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ＡＮＧ Ｊｉｎｍｅｎｇ， ＸＵ Ｙｕｈｕａ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Ａｕｄｉ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１１８１５）
ＹＩ Ｚｈｉｇａｏ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１００２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ｆｕｎｄ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ｆｕｎｄ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ｂｅｌｉｅｖｅｄ ｔｏ ｈａｖｅ ａ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ｓｕｂｓｉｄｉａｒｉ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ｓｏｌ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ｔｈａｔ ｍａｙ ａｒｉｓｅ ｆｒｏｍ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ｕｓｅｓ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ｆｕｎｄ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ｆｉｎｄｓ： （ １ ）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ｆｕｎｄ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ｔ􀆳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ｐｏｗｅｒ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ｉｓ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ｖｅ ａ “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ｌｏｗ
ｐｏｗｅｒ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ｆｕｎｄ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ｓｏ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ｃａｎ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ｉ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ｓ 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 ｔｏ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ｉｎ
ｔｕｒｎ ｍ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ｍｏ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ｔｈｅｒｅｂｙ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２）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ｓ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ｗａｙ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ｎｔｒｙ􀆰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ｏｌｅ ｐｒｏｐｒｉｅｔｏｒｓｈｉｐｓ，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ｊｏｉｎｔ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ｄｅｃｌｉｎｅｓ ａｓ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ａｎｄ ａ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ｂｏｔｈ ｆｏｒｅｉｇｎ⁃ｆｕｎｄ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ｔｏ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ｏ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ｆｕｎｄ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ＪＥＬ： Ｆ２３， Ｚ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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